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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管制、信贷约束与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 
余 艳 炯
∗
 
内容摘要  本文从户籍管制对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入手，将户籍管制放松对家庭经济现状与决策的影响
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户籍管制放松促使家庭成员调整时间分配，同时增加了家庭收入；另一部分为管
制放松，导致农户对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发生了变动，从而改变教育投资额；之后，在建立家庭两期生产
—消费模型的基础上，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结合不同的信贷条件，讨论这两种变动对农户教育投资
行为的影响，得出了一组关于教育投资总额和农户家庭福利变化的结论，并建议了继续研究的方向。 
关 键 词  户籍管制  信贷约束   教育型人力资本 
JEL 分类：J13，I21，O15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引言 
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是两项建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影响深远的重要制度。为适
应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这两项制度在社会管理、资源流动、人口迁移等方面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前者，自我国于 1958 年 1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
条例》以来，户籍便与中国每个居民的教育、医疗、福利、就业、婚姻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由于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狭小，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增速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促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冲击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户籍制度。
1978 年以来，户籍制度经过多次改革进入半开放期。本文关注的，是户籍管制松紧程度变
化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随着城市户籍管制的不断放松，农户行为将
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户籍管制使得农户调整劳动时间分配，增加城市务工时间，减
少农业劳动时间；其次，户籍管制放松改变农户预期，由于教育投资在非农业部门的收益率
更高，管制放松增加子女在城市工作的几率，提高了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这两种变化最终
引起子女教育投资变动。从前者分析，农户劳动时间的调整影响子女的时间决策，即学习时
间变化，本文将子女学习时间的机会成本称为时间型教育投资或教育时间投资；同时，户籍
管制放松与农户时间决策的调整增加了当期家庭收入，由此改变了子女受教育期限的选择。
子女受教育期限反映教育的直接货币投资，本文将其称为货币型教育投资或教育货币投资；
从后者分析，反映为教育投资预期边际收益增加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增加，包括时间型、
货币型教育投资。在具体论述决策变动对子女各类教育投资影响时，考虑中国国情，结合不
同信贷约束条件进行分析。 
本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现有理论的概念进行界
定，阐述了国内外对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收益率方面的相关研究，给出已有一些影响教育投
资的理论；第三部分建立数理模型，进行决策变量分析；第四部分在前基础上结合信贷条件
推导出户籍管制影响农户教育投资的 4个结论；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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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给出了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对于教育投资方面的研究，西方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进
行了大量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一般
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1994）的计量分析结果指出，
全世界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 10.1%，亚洲为 9.6%。国内学术界，侯风云（2007）的研究对该
理论进行了证实，她将人力资本、劳动力和固定资产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估计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得到的回归结果表明：从 1978 年—2001 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投资年环比增长
率对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远远高于固定资产环比增长率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
贡献。岳昌君（2004）在明瑟收入函数的基础上对我国城镇职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回
归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并且
教育对个人收入的直接影响显著；只有受高等教育者跨行业流动的能力才更明显，并通过流
动提高个人的收入。陈玉宇、邢春水（2004）对人力资本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作出
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计件工资水平，以及到工业部门工作的
机会，并且使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得以改变。伍山林（2006）指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收入
作用（总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前者指单个劳动类型里教育对收入的作用，
后者指教育通过影响劳动类型选择而对收入所起的作用，通过对 1993—2002年各省农村宏
观数据的微观化处理，计量结果显示：教育是农民收入稳定而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农村劳
动力教育总收入效应不仅上升趋势明显，近年来已接近 10%，而且地区差异显著，中、西部
地区远高于东部地区。 
目前学术界诸多对农民教育投资影响的文献分析，主要有：曾天山（1998）提出在经济
不发达地区，收入水平成为限制农户教育投资的主要障碍，姚洋（2002）等讨论了我国经济
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和家庭土地禀赋对其子女教育的相关影响；奈特（Knight J.）
和李实（1996）对我国农村教育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对男孩的教育投资比女孩多 2—3年，
且女孩的入学率较低。 
户籍作为一项规定公民权利、义务地域属性的制度，必将对家庭迁移成员的个人决策产
生影响，较具典型的即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随着户籍管制的不断放宽，大量农村剩余劳
动力涌入城市，然而其子女享有的义务教育权利只保证在原住地实现。虽然目前教育部已出
台政策取消“借读费”、“赞助费”等，但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仍然手续繁杂
①
；另一方面，城
市民工子弟小学的生存也面临严峻考验，基于这些原因，大部分打工农户选择将子女留在家
乡完成教育，这也已被许多统计数据证实。但由此也引出另一个问题——农村留守子女的教
育型人力资本投资。但就搜集的许多文献发现，对户籍制度影响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迁移、
                                                        
① 不但需要原户籍所在乡政府开具家庭是否有监护人、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务工证、暂住证和
计划生育证明等，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公办学校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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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相关领域，对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分析也基本集中在家庭收入、政府支出、
教育体制等方面，关于户籍管制松紧对农村留守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分析较少，即使涉及也
大多停留在表象层次描述，因此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考察户籍制度对农户的子女教育投资
的影响，期望得出一组有意义的结论。 
三  模型建立 
（一）模型假设  
1、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经济行为目标为使家庭在整个时期中的效用达到最大化。
本文将农户的决策分为两个阶段，即教育投资期与教育收益期。教育投资期，农户通过在农
业劳动和进城务工间分配时间取得收入，并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而子女则在农业劳动和学
习上进行时间分配；教育收益期农户为纯消费者，由子女在农业劳动与城市务工上分配时间
获得家庭全部收入。 
2、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的衡量仿照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估计
①
。 
3、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的计算中，既包括货币型教育投资支出，即住宿费、相关
学习用品的购买费用等；又包括教育投资的时间成本，即子女必须牺牲相当一部分时间完成
学业，而并非投入到农业生产取得收入，相当于子女完成教育的机会成本。 
4、考虑两期中货币利率和效用的时间价值。 
（二）函数与变量  
1、农业产出函数
1 1( , )
L L
f sf L T T+ ，其中 L为农户家庭拥有的农地面积，本文中排除农
地租赁的影响
②
，因此为固定的外生变量；
1L
fT 、
1L
sT 分别为教育投资期农户及子女的农业劳
动时间，在这里作为劳动投入量的衡量尺度。边际生产力
1 1
1 1
2
( , )
0
( )
L L
f s
L L
f s
f L T T
f
T T
∂ +
′ = ≥
∂ +
。 
2、户籍松紧程度函数 ( , )iEθ ⋅ ⋅ ⋅ ，它是个人教育型人力资本值 iE 与其他个人、社会经济
因素的函数， ( ]( , ) 0,1iEθ ⋅ ⋅ ⋅ ∈ ，户籍管制越宽松，该值越大。在中国城镇，城市的户籍管
制松紧 ( , )iEθ ⋅ ⋅ ⋅ 与移民的教育文化水平 iE 呈同方向变动关系，即对教育文化素质越高的移
民管制越松。如果迁移者未达到大学教育水平，除非婚姻、投资、购房等特殊原因，否则是
很难得到户口的。许多城市对高学历移民的优惠政策就是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一点。除此之
外，决定户籍松紧的还有其他个人特征、当地的社会资本存量（包括结构性社会资本、关系
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等因素。文中以 ( )θ i 、 ( )θ i 表示投资期和收益期的户籍松
紧程度。 
                                                        
①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估计可以采用估算物质资本形成的方法，即以人力资本投资支出的累计值作为
人力资本的近似估计。因此，本文模型中同样以农户对子女教育投资支出累计衡量子女所积累的教育型人
力资本。 
② 事实上在中国，由于政策、经济、社会等原因，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展缓慢，只有极少数经济发达地区
的农村存在此类市场，因此本文中忽略其影响，符合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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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务工的期望工资函数 ( , )iW E ⋅ ⋅⋅ ，同样为个人教育型人力资本积累值 iE 与其他
一组变量的函数，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如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与以及城市经济的特征变量
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 
4、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函数
1( , )Bs sE k T 。其中 k为反映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变量，可
以用受教育年数或所受教育占全部教育
①
的比例等来衡量，任一受教育程度均对应一个平均
水平的货币投资值，因此本文中该变量亦表示农户对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
1B
sT 为子女受
教育过程中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
1( , )Bs sE k T 反映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包括货币成本与时
间成本。根据假设，该值亦为子女教育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总量。 
5、教育投资期、收益期的效用函数 1( )U i 、 2 ( )U i ；  
6、模型中涉及的相关变量包括： 
L—农户家庭土地拥有量，为既定值；          r—利息率； 
fE —农户的教育型人力资本积累值，为既定值；ρ  —效用的时间贴现率； 
1L
fT —教育投资期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  
1U
fT —教育投资期农户的城市务工时间；   
1L
sT —教育投资期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  
1B
sT —教育投资期子女的学习时间； 
k
 —衡量货币型教育投资变量；   
1p 、 2p —教育投资期、收益期的农产品价格； 
2L
sT —教育收益期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    
2U
sT —教育收益期子女的城市务工时间； 
1C 、 2C —教育投资期、收益期的当期家庭消费金额；   
1S —在无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家庭在投资期的净储蓄额，可为正值或负值；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分析 
    在给出以上假设与函数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以下农户决策模型： 
     
1 1 1
1 2 2
,
, , ,
,
max
U
B U
L L
sf f
L
s s s
T T T
T T T k
       ( )1 2 1 1 2 2, (1 ) ( ) ( )U C C U C U Cρ= + +                （2.a） 
其中： 
1 1 1 1
1 1 1( , ) ( , ) ( , ) ( , )
L L U B
f s f f f s sC p f L T T E W E T E k T Sθ= + + ⋅⋅⋅ ⋅ ⋅ ⋅ − −  
      
2 1 1 2
2 2 1( , ) [ ( , ), ] [ ( , ), ] (1 )
L B B U
s s s s s sC p f L T E k T W E k T T r Sθ= + ⋅⋅⋅ ⋅ ⋅ ⋅ + +  
s. t.              
1 1 1L U
f f fT T T+ =   (1)； 
1 1 1L B
s s sT T T+ =  （2）；  
2 2 2L U
s s sT T T+ =  （3）； 
                                                        
① 这里以大学本科教育作为完成全部教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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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
fT 、
1U
fT 、
1L
sT 、
1B
sT 、
2L
sT 、
2U
sT 、 0k ≥ ；    
1B B
s sT T≥      （4）； 
约束条件（1）、（2）、（3）给出了各期农户与其子女的总时间约束，其中
1
fT 、
1
sT 、
2
sT
为定值；约束条件（4）表明子女受教育阶段投入到学习上的时间存在下限
B
sT ，因为在校
学习时间毕竟是既定的；在约束条件基础上对各决策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①
： 
1L
f
T ： 
( )1 1
1
1
,
( , ) ( , )
L L
f s
f fL
f
f L T T
p E W E
T
θ
∂ +
= ⋅⋅⋅ ⋅⋅ ⋅
∂
，即农户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等于城市工
资，这在经济学意义上似乎也依据充分。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 ( )1 1, L Lf sf L T T+ 中，由
于农户与子女同时在农业生产上投入劳动时间，因此农户的农业边际产出不能忽略子女农业
劳动投入的影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获得相等边际报酬的前提是其能够在各产业部门自
由流动，而事实上，只有农户的劳动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农户将通过调整自身劳动时间的
分配使家庭（农户与子女）的农业劳动边际收入不高于城市工资，而子女只能在农业生产与
学习上分配劳动时间，即子女的生产性劳动时间只能投入到农业中；因此，家庭在农业生产
上投入的总劳动力以及农户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城市工资间的关系表现为： 
( ) (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 )
( )
L L L L
f s f s
f fL L L
f f s
f L T T f L T T
p E W E p
T T T
θ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
( )
L L
f s
L L
f s
f L T T
p
T T
∂ +
∂ +
的
值取决于农户的城市工资与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投入，这将在下面展开分析。 
2L
sT ：分析教育收益期子女在农业劳动与城市工作时间分配的决策。 
2 1 1
2
2
( , ) [ ( , ), ] [ ( , ), ]L B Bs s s s s
L
s
df L T E k T W E k T
dT p
θ ⋅ ⋅ ⋅ ⋅ ⋅ ⋅
=

      (2.b) 
由上式可知，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城市务工时间亦然）为
1( , )Bs sE k T 的函数。即： 
2 2 1( , ),L L Bs s s sT T E k T = ⋅⋅⋅ ， 
2 2 1 2 12 ( , ), ( , ),U L B U Bs s s s s s s sT T T E k T T E k T   = − ⋅⋅⋅ = ⋅⋅⋅     
上述模型中的 2C 更准确的表达为： 
{ }2 1 1 1 2 12 2 1, [( ( , ), ] [ ( , ), ] [ ( , ), ] [( ( , ), ] (1 )L B B B U Bs s s s s s s s s sC p f L T E k T E k T W E k T T E k T r Sθ= ⋅⋅⋅ + ⋅⋅⋅ ⋅ ⋅⋅ ⋅ ⋅ ⋅ + +
若固定其他变量， 2C 仅为教育投资
1( , )Bs sE k T 的函数。 
    k：分析农户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选择，即对子女的教育货币投入量。 
1
1
1 1 2 2
2[ ( , ), ](1 ) ( ) ( )
( , )
B
s s
B
s s
E k T
U C U C
E k T
Cρ ∂ ⋅⋅⋅′ ′+ = ×
∂
                (2.c)  
1L
sT ：分析子女在教育投资期的最优时间分配。 
                                                        
① 具体证明见附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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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 , )
0
L L
f s
L
s
f L T T
T
∂ +
=
∂
           (2.d) 
即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下，子女会投入劳动时间直至农业产出达到最大， 
当然
1 10,
L B
s s sT T T
 ∈ −
 
。 
四 户籍松紧与教育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将讨论制度变迁导致的户籍松紧程度变化对农户子女教育型人力
资本积累的影响。 
  
1
1
1
( , )
2
2 2
0
( , )
( , )
B
s sE k T B
s sB
s s
dC
C Y dE k T
dE k T
= + ∫
1 1
1
1
2
2
0
( , )
( , )
Y C
B
s sB
s s
dC
Y dE k T
dE k T
−
= + ∫  
1
2 2
1
0
( , )Bs s
dC dC
dC dE k T
= − < ，即教育的边际收入的相反数。根据教育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1 1 1
( , )
( 1) 0
( , ) ( , ) ( , )
B
s s
B B B
s s s s s s s
dE k Td C dC dC d Cd d
dC dE k T dC dC dE k T dE dE k T
  
= = − × − = <  
   
， 
由此解释了 h曲线呈如图的向下倾斜、下凹形状。由于教育投资不存在贴现，因此消费约束
线只包括点 1 2( , )Y Y 的左边部分。 
若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家庭收入增加
①
，在每一个教育投资
1( , )Bs sE k T 上投资期的消费
额都增加，即每一个 2C 值对应的 1C 值均增加，在图 1 中显示为h曲线向右平移至a；收益期
                                                        
①
具体证明见附录②。 
2C
1C  
O  
 
a′  
a  
图 1  预算变动分解 
1Y  
2Y  
1
Y ′  
h  
进一步思考发现，这种影响是通过两种途径
实现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分配调整增加家庭
当期的收入状况，以及教育投资预期收益变动。
图 1 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描述。坐标轴 1C 、 2C 分
别代表教育投资期与收益期的农户家庭消费额。
11 1 ( , ) 0Bs sE k T
Y C
=
=
， 12 2 ( , ) 0
B
s sE k T
Y C
=
=
，分别
表示无教育投资情况下的两期收入。曲线h代表
户籍管制变化前教育投资的跨期消费约束线，暂
不考虑信贷因素，给出 h 上的 1C 、 2C 关系：
1
11 ( , )
B
s sC Y E k T= −  
 7
的户籍松紧程度系数
 1( , ),Bs sE k Tθ  ⋅ ⋅ ⋅ 与投资期户籍松紧程度系数θ同向变动，每一个既定
教育投资量的边际收益
1
2
( , )Bs s
C
E k T
∂
∂
增大，且
1
2 2
1 ( , )
B
s s
dC C
dC E k T
∂
=
∂
，因此在图中表现为每一个
1C 对应的斜率增大，a曲线将向上变动至a′ 处。 
（一）当期变化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1、对时间性教育投资的影响 
在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分析中，我们首先将时间性教育投资单独分离出来，原因在于已有
的大量研究都仅重视货币性投资，而忽略时间性教育投资影响。事实上，这是教育投资中极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城乡教育差距的拉大，除了基础设施、经费投入等硬条件，教育时间投
资等软条件也需要引起更多关注。 
虽然上文分析中，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
1L
fT 、
1U
fT 表现为户籍管制松紧函数 ( , )fEθ ⋅⋅ ⋅ 的
连续函数，但由于城市务工隐含的风险与沉没成本， ( , )fEθ ⋅⋅ ⋅ 存在一个农户决策变化临界值。
当 ( , )fEθ θ⋅ ⋅ ⋅ < 时， 1 1Lf fT T= ，农户仅从事纯农业生产； ( , )fEθ θ⋅ ⋅ ⋅ ≥ 时， 1 0UfT > ，农户
进城务工；因此，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当期决策存在两种可能的变化：一、原来从事纯农业
生产的农户转而进行兼业性劳动，数学表述为
1 1L
f fT T= ，
1 0
U
fT = →
1 1 1 10,
U L U
f f f fT T T T> + = ；
二、管制放松前后农户均进行兼业性劳动，管制放松使其调整劳动时间分配，实现家庭效用
最大化。不难理解，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减少、城市务工时间增加，下文会给出现详细分析。
数学语言的描述为：
1 1 1 1 1, ,
L U L U
f f f f fT T T T T↓ ↑ + = 。（对于变动前后始终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
户，管制变动对其教育投资的影响仅体现在预期收益变化上，这种变化同样存在于前两种情
况中，并在下文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不将其作为一种独立情况赘述）。我们从这两种变化入手，
分别考察其中子女教育时间投资的变化。 
第一种情况：农户由从事纯农业生产转变为兼业生产。此时，户籍管制放松前
( , )a fEθ θ⋅ ⋅ ⋅ < ， 1 1Lf fT T= ， 1 0UfT = ；结合前面已得到的结论（2.d）：
1 1
1
( , )
0
L L
f s
L
s
f L T T
T
∂ +
=
∂
，
即
1
1
1( , )
0
L
f s
L
s
df L T T
dT
+
= ，农户将使子女投入劳动直至边际产量等于 0。户籍管制放松后，
1( , ) , 0
U
b f fE Tθ θ⋅⋅ ⋅ ≥ > ，农户将通过调整 1LfT 使家庭农业边际产出与城市工资持平。结合子
女的农业边际产出最小化结论，农户进城务工后，子女将最大化农业劳动时间使
1 1L B
s s sT T T= − ；此时，若
( ) ( )1 1
1
111 10,
, ,( , )
L L
b f ff s
L
s L L B
s ssf
T T T T
E W Ef L T T
T p
θ
= = −
⋅ ⋅ ⋅ ⋅ ⋅ ⋅∂ +
>
∂
，
农户将投入农业劳动时间
1L
fT ，使上不等式左右两端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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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 ) ( )1 1
1
111 10,
, ,( , )
L L
b f ff s
L
s L L B
s ssf
T T T T
E W Ef L T T
T p
θ
= = −
⋅ ⋅ ⋅ ⋅ ⋅ ⋅∂ +
≤
∂
，农户将时间全部用于城
市务工，
1 1U
f fT T= 。从下面的图示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动的影响。 
 
 
图 2 显示的是户籍管制放松前的情况，农户将全部劳动时间均投入到农业生产，子女在
农业生产上投入劳动时间实现总产量最大。图 3 表示户籍管制放松，农户做出进城务工决策，
子女减少学习时间至最小值
B
sT 以最大化农业收入。图 3与图 4的差异在于农户劳动时间分配
上。图 3中子女的边际产出，即 M点的纵坐标已低于城市工资
1
( , ) ( , )b f fE W E
p
θ ⋅ ⋅ ⋅ ⋅ ⋅ ⋅
，农户将
劳动时间全部用于城市务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图 4 中子女边际产出仍高于城市工资，农
户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直至边际产出与之持平。 
根据上述分析，纯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兼业者意味其身份实现由家庭主要农业劳动力到辅
助农业劳动力的转变。城市户籍管制的放松，大量农民从原本的纯农业生产转变为兼业生产，
TM P  
1
( , )fW E
p
θ ⋅ ⋅ ⋅
T  1
( , ) ( , )a f fE W E
p
θ ⋅ ⋅ ⋅ ⋅ ⋅ ⋅
 
1
fT  
← →  1L
sT← → 
T  
1
( , ) ( , )b f fE W E
p
θ ⋅ ⋅ ⋅ ⋅ ⋅ ⋅
 
1 B
s sT T−
TM P  
M 
1B
sT
B
sT
( , )fEθ ⋅⋅⋅  
O 
º 
• 
• 
θ              1 
图 5 户籍松紧和教育时间投资 
T  
1
( , ) ( , )a f fE W E
p
θ ⋅ ⋅ ⋅ ⋅ ⋅ ⋅
 
1
( , ) ( , )b f fE W E
p
θ ⋅ ⋅ ⋅ ⋅ ⋅ ⋅
 
1 B
s sT T−
1L
fT
TM P
 
图 4  管制放松后时间决策 b 
M 
图 2  管制放松前时间决策 
图 3  管制放松后时间决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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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既有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父母外出打工后大部分留守儿童农户家务负担加重，成绩下降，但体现经济条件的学费、衣
食改善
①
。 
第二种情况：户籍管制放松对兼业农户时间型教育投资的影响。已从上种情况中得出结
论，一旦农户成为兼业农民，在家庭效用最大化目标下，子女的农业劳动时间将增加到最大
值，并维持在该水平，户籍管制放松将只影响农户的劳动时间决策，子女的时间型教育投资
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 
综合上述两种情况，可以得到结论 1：若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由从事纯农业生产转变为
兼业生产，其子女的时间型教育投资将由初始水平降低到最小值；此后户籍管制的继续放松
对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不再产生影响，仅改变农户的劳动时间分配。图 5对子女学习时间
1B
sT
与户籍管制函数 ( , )fEθ ⋅ ⋅ ⋅ 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更为直观的描述。当 )( , ) 0,fEθ θ⋅ ⋅ ⋅ ∈  时，子
女的教育时间投资维持在较高水平，一旦户籍管制函数 ( , )fEθ ⋅ ⋅ ⋅ 超过临界值θ ，子女的教育
时间投资立即降低到最低值
B
sT ，曲线在点 ( , )
B
sTθ 处间断。 
2、对货币型教育投资的影响 
由户籍管制变化引起的现期条件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时还包括当期家庭收入变化对子女货
币型教育投资的变动，即分离教育边际收益变化的影响，仅考虑图 1中跨期消费可能性边界由h
向右平移至a的过程中，货币型教育投资的变动。 
从 前 面 的 （ 2.c ） 式 中 已 得 出 农 户 的 最 佳 教 育 投 资 选 择 ：
1
1
1 1
2 2
2[ ( , ), ]( )(1 )
( ) ( , )
B
s s
B
s s
E k TU C
U C E k T
Cρ ′ ∂ ⋅⋅⋅+ =
′ ∂
，我们从不同信贷约束情况出发，分析农户子女货币型教
育投资的变化。 
 
第一种情况：不存在信贷约束。从结论 1中已经得出，户籍管制放松使
1B
sT 在 ( , )fEθ θ⋅ ⋅ ⋅ =
处跳跃至最小值，从而使得
1( , )Bs sE k T 下降，边际教育投资收入
1
1
2[ ( , ), ]
( , )
B
s s
B
s s
E k T
E k T
C∂ ⋅⋅⋅
∂
增加；另
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信贷约束，两期消费完全替代，跨期消费替代率恒等于利率，即
( ) 1 112
2 2
( )
1 1
( )
U C
MRS r
U C
ρ ′= + ≡ +
′
， 学 习 时 间
1B
sT 的 减 少 使 得
1
1
1 1
2 2
2[ ( , ), ] ( )(1 )
( , ) ( )
B
s s
B
s s
E k T U C
E k T U C
C ρ ′∂ ⋅⋅ ⋅ > +
′∂
；因此农户将通过增加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 k ，使
1( , )Bs sE k T 保持不变，上式也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而在 )( , ) 0,fEθ θ⋅ ⋅ ⋅ ∈  与 ( ,1θ 范围内， 1BsT
保持不变，则 k 亦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无信贷约束下农户对子女货币型教育投资的增加完全
                                                        
①
李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中国农村情况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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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投资补偿，即补偿由时间型教育投资减少带来的教育投资总量的减少，在此过程中，教育
投资总量
1( , )Bs sE k T 始终维持在原来水平。 
第二种情况：存在完全信贷约束， 
1 1 1 1
1 1 ( , ) ( , ) ( , ) ( , )
L L U B
f s f f f s sC p f L T T E W E T E k Tθ′ = + + ⋅⋅⋅ ⋅ ⋅⋅ −  
{ }2 1 1 1 2 12 2 , [( ( , ), ] [ ( , ), ] [ ( , ), ] [( ( , ), ]L B B B U Bs s s s s s s s s sC p f L T E k T E k T W E k T T E k Tθ′ = ⋅⋅⋅ + ⋅⋅⋅ ⋅⋅⋅ ⋅⋅⋅  
完全信贷约束的含义不仅包括农户无法通过信贷市场平滑两期消费，更本质的是它意味着农户
的教育投资受到当期收入的约束。 
即 1 1C C′ ≥ （家庭在第一期维持生存所需消费额）， 
1 1 1 1
1 1( , ) ( , ) ( , ) ( , )
B L L U
s s f s f f fE k T p f L T T E W E T Cθ≤ + + ⋅⋅⋅ ⋅ ⋅ ⋅ − ，
1
1
12
1 1 1 1
1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B
s s
B
s s B L L U
s s s f ff f
E k T p f L T T E W E T C
E k T
MRS
E k T
C
θ= + + ⋅⋅⋅ ⋅⋅⋅ −
∂ ⋅⋅⋅
>
∂
。若教育投资期户籍
管制放松，家庭在投资期总收入将增加，教育投资取值的上限增加，客观上放松了教育货币投
资约束，实现  
1
1
1 1
2 2
2[ ( , ), ] ( )(1 )
( , ) ( )
B
s s
B
s s
E k T U C
E k T U C
C ρ ′∂ ⋅⋅ ⋅ = +
′∂
。 
 
的农户 ，教育货币投资 k 减少，这完全由于家庭对当期消费的偏好更强。 
得到结论 2：户籍管制松紧程度影响农户子女的货币型教育投资。在无信贷约束下，货币投
资 k 的变动对时间投资 1BsT 起到补偿作用，以保持
1( , )Bs sE k T 不变；在完全信贷约束下，由于
1( , )Bs sE k T 的变动依赖于个人偏好，因此k 的变化也存在多种可能性。 
（二）边际收益预期变化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1、无信贷约束 
2C
1C  
O  
a  h  
① 
② 
③ 
图 6  效用扩展路径 
同时，完全信贷约束下，农户最终教育投资总
量
1( , )Bs sE k T 的变动取决于个人偏好。如图 6所示，
当农户的效用扩展曲线呈右上方倾斜的①轨迹时，
1( , )Bs sE k T 增加，而
1B
sT 必不会增加，因此该过程
中 k 将增大。若农户为拟线性效用偏好，效用扩展
曲线为水平方向的②轨迹，
1( , )Bs sE k T 不变，则对
于由农业生产转为兼业生产的农户，同样将增加教
育货币投资；而对于从业性质不变的农户，教育货
币投资 k 不变。若农户对现期消费的偏好较强，效
用扩展曲线呈向右下方倾斜的③轨迹，对于由纯农
业生产转变为城乡兼业（包括完全城市务工）的农
户，无法确定 k 的变化方向；而对于从业类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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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较为宽松的户籍管制将提高教育投资的未来预期收益，增加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但是，决策引起成本与收益同时增加了，农户将对这两者的变化值进行权衡做出选择。同样，下
面将探讨户籍管制的放松是否会对农户的教育支出产生确定性的影响。 
农户的教育投资收益受收益期城市户籍松紧程度的影响，从而反作用于农户教育投资决策。
但事实上，在做出决策的投资期，农户对未来户籍松紧程度是未知的，按照经济人的理性预期方
式，他将用过去预期未来，而且制度又往往具有长期稳定性，因此农户在投资期进行决策时将用
未来户籍管制程度的预期值

eθ 代替 θ ，而  eθ 又极大地受到当前户籍松紧程度θ 的影响，两者保
持一致的变动方向。 
若教育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

eθ 随着θ 的增加而增加，即：  *( , , ) ( , , )e es sE Eθ θ θ θ⋅⋅ ⋅ > ⋅⋅⋅ ，
其中θ 与 *θ 分别表示变化前后户籍松紧程度系数， *θ θ> 。通过（2.c）式中的变量关系讨论农
户对子女教育投资程度 k 的变化。将（2.c）进行等式变换： 
1
1
1 1
2 2
2[ ( , ), ]( )(1 )
( ) ( , )
B
s s
B
s s
E k TU C
U C E k T
Cρ ′ ∂ ⋅⋅⋅+ =
′ ∂
      …………（2.c1） 
由于假设了两期中不存在信贷约束，则两期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条件为跨期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
利率， ( ) 1 112
2 2
( )
1 1
( )
U C
MRS r
U C
ρ ′= + ≡ +
′
，即： 
 22
1
1 1 1
2
2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e ULB
s s s ss ss s
B B B
s s s s s s
E W E T Edf L T EE k T
r p
E k T dE k T E k T
C θ ∂ ⋅⋅⋅ ⋅ ⋅ ⋅ ⋅⋅ ⋅ ∂ ⋅⋅⋅     + ≡ = +
∂ ∂
； 
从（2.b）式中已经得出
2 1 1
2
2
( , ) [ ( , ), ] [ ( , ), ]L B Bs s s s s
L
s
df L T E k T W E k T
dT p
θ ⋅ ⋅ ⋅ ⋅ ⋅ ⋅
=

，即
2L
sT 为θ、W 的函
数，由于在前面讨论中固定了其他影响因素，因此可将
2L
sT 视为
1( , )Bs sE k T 的单变量函数；本部
分讨论中，亦考虑了影响θ、W 的其他变量，因此这里 
2 2 2* *( , , ), ( , ) ( , , )
eL L L
s s s s s sT T E W E T Eθ θ θ = ⋅⋅⋅ ⋅⋅ ⋅ = ⋅⋅⋅    
2 2 22 * *( , , ) ( , , )
U L U
s s s s s sT T T E T Eθ θ= − ⋅⋅⋅ = ⋅⋅⋅ ， 
同样    
1* * *
2 2[ ( , ), , ]
B
s sC C E k T θ= ⋅⋅⋅ ，   12 2[ ( , ), , ]Bs sC C E k T θ= ⋅⋅⋅   ； 
根据前述，当户籍管制放宽，若保持原来的教育投资量
1( , )Bs sE k T 不变，则： 
 22
1
1 1 1
* *** *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ULB s s s ss ss s
B B B
s s s s s s
E W E T Ef L T EC E k T
p
E k T E k T E k T
θ θ θθθ  ∂ ⋅⋅ ⋅ ⋅⋅⋅ ⋅⋅⋅ ∂ ⋅⋅⋅∂ ⋅⋅⋅     
= +
∂ ∂ ∂
 
该和式由两部分组成，前者表示教育的边际农业收入，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减少农业
劳动时间，使得农业收入下降，因此该值小于 0；后者为教育投资的边际城市收入，该值大
 12 
于 0；由于城市工作一般为脑力劳动，且国内教育体制基本上是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因此
教育的城市边际收入较高。而农业作为体力劳动，认为户籍放松使边际城市收入的增值大
于边际农业收入的减少值是合理的。即：户籍管制放松使教育的边际收入增加， 
1 1
1 1
* *
2 2( , ), , ( , ), ,
( , ) ( , )
B B
s s s s
B B
s s s s
C E k T C E k T
E k T E k T
θ θ   ∂ ⋅⋅⋅ ∂ ⋅⋅ ⋅   >
∂ ∂
 
 因此，农户将增加教育投资量 1( , )Bs sE k T ，使
1
1
2[ ( , ), ]
( , )
B
s s
B
s s
E k T
E k T
C∂ ⋅⋅ ⋅
∂
减小保证原等式成立。 
由此得到结论 3：在无信贷约束情况下，教育投资期户籍制度变迁将通过改变农户的预
期，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投资期户籍管制放松使农户预期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增加，
从而促使农户增加教育投资；反之，投资期户籍管制加紧则会抑制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2、完全信贷约束 
然而，上述分析的无信贷约束假设显然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现状不符
①
。下面我们假
设农户存在完全的信贷约束，即农户在整个投资期都不存在任何储蓄、借贷行为。目标函数
转化为： 
1 1 1
1 2 2
,
, , ,
,
max
U
B U
k
L L
sf f
L
s s s
T T T
T T T
       
1 1 2 2(1 ) ( ) ( )U C U Cρ+ +′ ′        
其中：    
1 1 1 1
1 1 ( , ) ( , ) ( , ) ( , )
L L U B
f s f f f s sC p f L T T E W E T E k Tθ′ = + + ⋅⋅⋅ ⋅ ⋅⋅ −  
{ }2 1 1 1 2 12 2 , [( ( , ), ] [ ( , ), ] [ ( , ), ] [( ( , ), ]L B B B U Bs s s s s s s s s sC p f L T E k T E k T W E k T T E k Tθ′ = ⋅⋅⋅ + ⋅⋅⋅ ⋅⋅⋅ ⋅⋅⋅  
 s.t.       1 1C C′ ≥   ； 2 2C C′ ≥    ；  
以及原目标函数（2.a）中的所有约束。 
1C 、 2C 为家庭在两期维持生存所需的消费额，推得： 
1 1 1 1
1 1( , ) ( , ) ( , ) ( , )
B L L U
s s f s f f fE k T p f L T T E W E T Cθ≤ + + ⋅⋅⋅ ⋅ ⋅ ⋅ − ，农户的教育投资存在上限。
信贷市场的缺失使农户无法平滑跨期消费， ( ) 1 112
2 2
( )
1
( )
U C
MRS
U C
ρ ′= +
′
不恒等于 ( )1 r+ ，此时
教育边际工资的变化将存在不确定性。 
户籍管制放松前后，
1( , )Bs sE k T 的均衡解均可通过方程 
                                                        
①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落后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农村金融机构体系表现为
以单元制的农信社为主体，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不能满足农村日益提高的金融需求；二、农村金融工
具种类单一，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农村金融工具主要是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农业保险逐步萎缩，农
业类证券发行停滞不前。相关资料可参见：谷慎、李成. 金融制度缺陷：我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的根源
[J].财经科学，2006,(9),pp98—102.等 
 13 
1
1
1 1
12
2 2
2[ ( , ), ] ( )(1 )
( , ) ( )
B
s s
B
s s
E k T U C
MRS
E k T U C
C ρ ′∂ ⋅⋅ ⋅ = = +
′∂
解得；将这两个值进行比较可知管制变化对农
户教育投资产生的影响，当然同时考虑农户的教育投资上限。因此这种情况下，教育投资
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农户的效用函数，即个体跨期消费偏好。 
由此得到结论 4：在完全信贷约束下，户籍制度变迁对农户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取决于农户家庭的跨期消费偏好倾向。 
五、结 论 
不断放松的户籍管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然而也带来了农村留
守子女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着手，将户籍管制放松对家庭经济
现状与决策的影响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户籍管制放松使家庭成员调整时间分配，同时增
加家庭收入；另一部分为管制放松使农户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发生了变动；在建立家庭两期
生产—消费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信贷条件的差异，讨论这两种变动对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影
响，得出一组结论。 
模型分析证明：在无信贷约束下，农户若由纯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兼业生产者（包括完全
的城市务工者），当期影响将使子女的教育时间投资较小至最低限，但会用提高子女受教育
程度、增加教育货币投资补偿，以保证投资总量不变；预期变化使家庭增加子女的教育投资
总量；若农户在管制放松前后从业类型不变，那么当期经济状况变化不影响子女教育投资各
组成部分，而预期变动增加子女教育投资。因此，户籍管制放松对这两类农户子女教育型人
力资本积累均存在正向影响。 
在完全信贷约束下，户籍管制放松对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完全依赖于家庭效用函
数，即家庭在跨期消费上的偏好强度。但可以得出的确定性结论是，无论是否存在信贷约束，
农户的家庭总效用随着管制放松而增进，且无信贷约束下家庭的最终福利状况优于完全信贷
约束下的情况。 
虽然家庭两期消费偏好使子女教育总投资变动无法得出确定性结论，但我们可以通过分
析家庭不同时期消费偏好的影响因素，引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现实中，如果家庭在投资期
的收入水平越低，则往往越偏好于现期消费，因此在户籍管制放松下的可能倾向是减少子女
的教育投资总额，当然这有待于更深入的检验。更进一步的，本文指出无信贷约束下子女教
育投资额完全不受家庭偏好影响，而完全信贷约束下却全部取决于家庭跨期消费偏好，因此
可以推测信贷约束越强，户籍管制放松对子女教育投资变动的不确定性部分越大。 
本文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未对建立的农户数理模型与推导结论进行检验，作为当前农户
经济模型的演变与发展趋势，对农户经济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将农户的微观行为研究与政策
层面的宏观研究融合逐渐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因此如果要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可以通过
采集微观数据样本，选择合适的函数形式，对上述结论进行计量分析，得出实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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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①对目标函数(2.a)式，分别对
1L
fT 、
2L
s
T 、k 、 1LsT 求一阶偏导： 
1L
f
T ： 
( )1 1
1
1 1 1
,
( ) ( , ) ( , ) 0
L L
f s
f fL
f
f L T T
U C p E W E
T
θ
 ∂ +
 ′
− ⋅⋅ ⋅ ⋅ ⋅ ⋅ =
∂ 
 
，且 1 1( ) 0U C′ > ，得到
( )1 1
1
1
,
( , ) ( , )
L L
f s
f fL
f
f L T T
p E W E
T
θ
∂ +
= ⋅⋅⋅ ⋅⋅ ⋅
∂
  
2L
sT ： 
2
1 1
2
2 2 2
( , )
( ) [ ( , ), ] [ ( , ), ] 0
L
B Bs
s s s sL
s
df L T
U C p E k T W E k T
dT
θ
  
′ × − ⋅ ⋅ ⋅ ⋅ ⋅ ⋅ = 
  

， 
2 2( ) 0U C′ > ，得到   
2 1 1
2
2
( , ) [ ( , ), ] [ ( , ), ]L B Bs s s s s
L
s
df L T E k T W E k T
dT p
θ ⋅ ⋅ ⋅ ⋅ ⋅ ⋅
=

      
k ：
1 1
1
1
2
1 1 2 2
[ ( , ), ] ( , )
0
( , )
( , )
(1 ) ( ) ( )
B B
s s s s
B
s s
B
s s E k T E k T
E k T k
CE k T
U C U C
k
ρ ∂ ⋅ ⋅ ⋅ ∂× =
∂ ∂
∂
′ ′− + × + ×∂
 
1( , )
0
B
s sE k T
k
∂
>
∂
，得到：
1
1
1 1 2 2
2[ ( , ), ](1 ) ( ) ( )
( , )
B
s s
B
s s
E k T
U C U C
E k T
Cρ ∂ ⋅⋅⋅′ ′+ = ×
∂
                
( )1
1
1 1 1 2 1
12
2 2 1 2 2
2
1 ( )[ ( , ), ] ( , )
( , ) ( ) ( , )
B
s s
B
s s
U CE k T U C C C
MRS
E k T U C U C C C
C ρ ′+∂ ⋅ ⋅ ⋅ ∂ ∂
= = =
′∂ ∂ ∂
 
1L
sT ：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2 2
0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B
s s
B
s s
L L B B
sf s s s s
L B B
s s s
E k T
U C
E k T
f L T T CE k T E k T
p U C
T T T
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简得到： 
1 1 11
1 1 1
1 1 1 1 1 2 2
2
( , ) [ ( , ), ]( , )
(1 ) ( ) (1 ) ( ) ( ) 0
( , )
L L BB
f s s ss s
L B B
s s s s
f L T T E k TE k T
U C p U C U C
T T E k T
Cρ ρ∂ +  ∂ ⋅ ⋅ ⋅∂′ ′ ′+ × + + − × = ∂ ∂ ∂ 
将(2.c)式的关系代入上式：
1 1
1
1 1 1 0(1 ) ( )
( , )
L L
f s
L
s
U C
f L T T
p
T
ρ =′+ ×
∂ +
∂
 
由于 1 1( )U C′ 、 1 0p > ，       
1 1
1
( , )
0
L L
f s
L
s
f L T T
T
∂ +
=
∂
         
②从数学角度给出的解释是：管制放松后的户籍松紧程度系数
*( , ) ( , )f fE Eθ θ⋅ ⋅⋅ > ⋅⋅ ⋅ ，由
此引起决策变量的变动，记为
1*L
fT 、
1*U
fT 、
1*L
sT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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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1
* * *
1
*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L U
f s f f f
L L U
f s f f f
L L U
f s f f f
L L U
f s f f f
p f L T T E W E T
p f L T T E W E T
p f L T T E W E T
p f L T T E W E T
θ
θ
θ
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该不等式系列自下而上将增加的收入分
解为三个部分： 
1、决策变量不变，单由户籍管制放松增加的收入； 
2、户籍管制放松，农户的劳动时间决策优化增加的收入； 
3、在上述基础上，子女的务农时间增加带来的收入。 
当然由户籍管制放松带来的家庭收入增加不一定包括所有上述三个部分：对于转为兼业
劳动的原纯农业劳动农户，当期收入增加来自 2、3两部分；而对于保持兼业生产的农户，
收入的增加来自 1、2 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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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redit Constraint and  
Educational Investment on the Rural Left Children 
Yanjiong Yu 
Abstract： This paper resolves the impacts of the deregulation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the 
economic condi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investment decision of the family into two parts: one part 
improves family members to adjust the allocation of time, thus increasing the family income; and 
the other promotes the farmers’ expected benefits of the educational investment. Then on the basis 
of designing a family’s two-stag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odel, with the aim of maximizing 
of the utility of the family, this paper combines different credit conditions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the above two changes on farmers’ educational investment behaviors. At the end, the 
paper aggregates a series of conclusions on tot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family’s welfare, and then suggests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redit Constraint; Educational Human Capital  
 
 
